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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历来偏重分析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本文尝试在晋宋诗运转
关背景下，结合诗歌文人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研究陶诗在叙事功能方面对传统乐府诗和文人
诗的创新及推动作用，利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和诗歌文本，分析陶诗在人物形象、诗歌标题、叙
事手法、叙事语言等方面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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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什么要研究陶诗的叙事功能
学界对陶诗艺术风格的分析历来偏重其抒情

性，可是我们通读陶诗却发现其作品并不全是抒
情诗，也含有大量叙事内容。对此前人早有评论，
“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
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１］ “以
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疑指的就是陶诗
中存在叙事成分。对此笔者认为，陶渊明的伟大
之处在于他的诗歌在叙事与抒情之间实现了某种
平衡：一篇之内，既能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
前”，又能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２］，叙事与
抒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如果说陶渊明在叙事
与抒情之间走平衡木的话，那么整体上评价陶诗，

便不能偏执于平衡木抒情的一端，也应该关注平
衡木叙事的一端，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陶诗
在诗运转关中的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在陶渊明研究正日益成长为古代
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下［３〗，学
界对陶渊明诗歌叙事功能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笔者检索中国知网，输入 “陶渊明 叙事”两个关
键词，检索到的文章屈指可数，而一些专家学者
的论著中，大都偏向于研究陶诗的抒情性。

海外学者孙康宜在８０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认

为 “正是陶渊明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
诗，宣告了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学界占统治
地位的那种哲理诗歌模式的背离。”［４］国内学者张
可礼先生在２００１年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一书中
认为 “陶渊明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了
言志抒情这一宗旨。”［５］即便是满怀感情地呼吁
“对一向只被以抒情作品视之的古典诗词从叙事视
角展开研究”的董乃斌先生，在他梳理 “中国叙
事诗传统”时，毫不意外地排除了陶渊明。

从上古先民再现狩猎和耕作生活的 《弹歌》、
《击壤歌》起，到 《诗经》中的 《大雅·生民》、
《豳风·七月》、《卫风·氓》等等作品，到 “感于
哀乐，缘事而发”以 《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为
杰出代表的汉乐府；从屈原的 《离骚》 《九歌》
《九章》到蔡琰的 《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到被
誉为 “史诗”的杜甫诗作 《兵车行》、“三吏三别”

和 《北征》 《壮游》之类，再到元稹的 《连昌宫
词》、白居易的 《长恨歌》 《琵琶行》和韦庄的
《秦妇吟》，直到清人吴梅村的 《永和宫词》《圆圆
曲》和朱彝尊的 《风怀二百韵》等等，中国文学
史不难勾勒出一条叙事诗发展演变的线索。［６］

从中可以看出，董乃斌先生所认可的叙事诗，
从汉末蔡琰的 《悲愤诗》直接越过两晋南朝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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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杜甫那里。而笔者认为，研究古典诗歌的
叙事传统，陶渊明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其诗歌的
抒情性所遮蔽。

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
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
较为确凿，要不然，是近乎说梦的。”［７］对于陶渊
明的为人，鲁迅认为他有 “悠然见南山”的一面，
也有 “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样，对于其诗歌艺
术风格，笔者认为也应注意到陶诗有抒情的一面，

也有叙事的一面，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
整理解陶诗。

就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来看，他是处在一个
“诗运转关”的大背景下［８］，他自己也 “大刀阔斧
地从事文学革新”［９］，可是他既没有站在理过其辞
的玄言诗一边，也没有站在雕琢满眼的繁缛诗一
边，他的创作是 “独超众类” （萧统），因此 “受
到与其文学品味相对立的一套诗歌批评标准的评
判。”［１０］在笔者看来，陶诗中的抒情性是对建安传
统的继承，陶诗中的叙事性又是对乐府诗传统的
继承，陶渊明做到了这两种风格的完美融合，并
启迪后代尤其是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在晋宋诗
运转关背景下，陶诗的这个特征是对诗歌表达功
能的重要创新。本文尝试在诗运转关的时代背景
下，简要分析陶渊明诗歌的叙事功能，并指出他
在魏晋以来诗歌文人化历程中的重要贡献。

二、陶诗叙事功能的开拓及其对文人诗的贡献
（一）从叙事主体看，作者本人成为诗的叙事

主角
与其说陶诗中 “篇篇有酒”，不如说陶诗中篇

篇有 “我”，“他本人成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从而
呈现一种 “自传式”风格［１１］。尽管在文人诗歌作
品中，以 “我”作为主人公，用第一人称来叙写
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遭遇，早在屈原 《离骚》、

蔡琰 《悲愤诗》中即已出现，但就诗人自我形象
的出现密度以及自我形象的真实性、可信性来讲，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陶诗可以说堪称独步。
陶渊明在诗歌中不厌其烦地叙写了自己的个人生
活，我们阅读陶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点，即
陶渊明非常愿意将自己的真实生活公之于众，这
是魏晋以来诗歌写作中绝少出现的奇观。

笔者以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选
录的陶诗为准 （其中五言诗１１５首，四言诗９首，
辞赋１篇；本文提及陶诗及其诗歌次序，均依据
此书），统计其中 “我”、 “吾”、 “余”、 “己”、

“自”这五个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次数，结果发
现，在１１５首五言诗中，上述表示第一人称的代
词 （均指陶渊明本人）总共出现了１１３次，占到

９８．２６％。
为了使统计数据真实可靠，统计过程中，笔

者进行了认真鉴别：剔除了作为介词的 “自”、作
为物代词的 “自”，比如 《饮酒诗二十首》中 “心
远地自偏”、“杯尽壶自倾”句中的 “自”，因其不
是人称代词，故没有统计；剔除了作为形容词的
“余”（繁体为 “餘”），如 《九日闲居》中，“往燕
无遗影，来雁有余声”句中的 “余”没有统计在
内；类似情况还有代词 “我”的使用情况，比如
在 《咏荆轲诗》中 “慷慨送我行”中的代词
“我”，显然是指荆轲，而不是陶渊明本人，因此
也没有统计；当然，也有其他应统计而未统计的
情况，比如陶渊明在诗歌中有意识省略主语的情
况，在 《杂诗十二首》第二首中 “念此怀悲悽，
终晓不能静”，与第五首中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
人惧”，这两处 “念此”一词前面都是省略了主语
“我”，这里虽然没出现代词，但显然也是在说诗
人自己。

关于陶诗中特定语词的出现频率，不同学者
都有所统计。在吉川幸次郎的 《中国诗史》中，
他引用了别人的统计数据，在陶渊明不到１２０首
的诗歌作品中，“真”字出现了６次［１２］；朱自清在
《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一
文中指出，“陶诗用事， 《庄子》最多，共４９次，
《论语》第二，共３７次， 《列子》第三，共２１
次。”在李剑锋的著作 《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
中，专门统计过 “运”和 “化”字的使用，各是

１５次［１３］；也有人统计过陶诗中 “老”和 “死”的
次数，“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１４］。跟
这几处统计数据相比，陶诗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
用，简直就是海量。

陶渊明所关注的诗歌内容，正在由自然哲理
转向人事伦理，不仅篇篇有 “我”，而且篇篇都是
写我的日常生活事件，有具体情节，能展露完整
的自我形象，非常符合 《辞海》中对 “叙事诗”
的定义，即 “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
象”［１５］；诗歌承担起了对个人生命历程的记录展
示功能，这与谈玄说理、枯燥乏味的玄言诗形成
鲜明对比，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因此更能推动文人
诗的健康发展。“我”作为一个亲切可感的叙事主
体，“我”的家庭变故、登山游览、日常教子、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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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交谈、农耕稼穑等统统可以出现在诗中，就其
所处的时代来讲，这无疑这是对当时诗歌表达功
能的重要突破。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陶
诗中的一些典型叙事片段，串联起陶渊明的真实
传记人生，笔者的统计数据对此形成了有效支撑。

（二）诗歌标题有明显的叙事意图
陶渊明诗歌中的标题，与诗歌内容之间有密

切联系，有的题目具有明确的叙事意图，甚至能
起到类似今天新闻标题的导语作用，如果把陶诗
跟魏晋以来的文人诗进行比较，这个特征会更加
明显。

魏晋之前，诗歌题目在诗歌作品中并不重要，
有的诗歌作品甚至都没有题目，比如 《诗经》汉
乐府 《古诗十九首》等；建安正始时期文人诗开
始大量出现，这个时期的文人诗题目除了沿用乐
府旧题之外，更多地使用了一些类型化的题目，
这种趋势直至西晋，一些题为 《咏史》 《咏怀》
《赠答》《游仙》《七哀》《杂诗》的文人诗歌作品，

有些尚能从题目中看出一点内容的影子，有些则
只是大体揭示了诗歌的主题范围，如阮籍的 《咏
怀诗》，八十几篇作品只有一个题目，至于曹操创
作的 《薤露》 《蒿里》，虽有题目，但题目本身已
与乐府原意脱节，根本无法与内容产生关联；西
晋太康年间，一些应制唱和诗的题目开始具有纪
事作用，如陆机 《皇太子赐燕诗》《赴太子洗马时
作诗》 《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陆云
《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
等，但这样的诗篇在他们的诗集中的数量实在太
少，有意拟题的意识并不强。

东晋文人创作的诗歌作品中，除了一些常规
性的文人赠答唱和诗，大家会发现应制诗的数量
在减少，而文人宴会郊诗的数量在增多，但诗歌
题目的制作水平比之西晋，提高并不大，如东晋
文人诗中出现了较多以 《三月三日诗》 《兰亭诗》
为题的同题作品，可见在东晋诗坛多数文人的观
念中，诗歌题目仍是可有可无，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这种忽视诗题的现象在陶渊明这里发生了质
的转变。

比如陶诗中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
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诗》，题目长达２３字，实属
罕见，题目变长了，容量增多，仅从题目中就可
以知晓人物、地点及作诗缘由；其他具有明确时
间概念的诗歌题目如 《葵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
敬远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

首》 （王瑶把它与下首诗评价为 “皆实情实
景”［１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诗》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葵卯岁
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
《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等；另外，陶诗
中还有些诗题虽没有明确时间概念，但都跟诗歌
内容存在直接联系，仅凭题目也能大致了解诗歌
创作内容，如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 《移居
诗》《还旧居诗》《乞食诗》等。

陶诗中的这些诗题，不再具有类型化和抽象
概括的特点，而是具有现代新闻标题的写实风格，
诗歌题目从无题到乐谱式的汉乐府旧题转变为文
人诗以事命篇的新题，陶渊明的主动制题意识相
当明确，创新性强，在文人诗发展中有承上启下
的历史作用，这种拟题方式，对唐代杜甫、白居
易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陶诗中的叙事语言更有文采
跟东晋以前的乐府诗叙事相比，陶诗的叙事

语言显得更加精致，选词炼句，对仗工整，形象
鲜明。苏轼评价陶诗为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跟苏轼同时代的北宋诗人唐庚也曾说过：“晋人工
造语，而元亮其尤也。”［１７］

１．诗歌的功能在汉代以前都是以 “言志”为
主，重视道德教化，诗歌语言典雅厚重。汉末魏
晋之际，三曹七子们的创作，注重抒发个人建功
立业的慷慨之音，“诗中之事逐渐淡化”［１８］，但即
便是 “辞采华茂”的曹植诗在诗歌语言方面也还
是 “不离闾里歌谣之质”（黄侃 《诗品讲疏》）。西
晋陆机主张 “缘情”说，开始突破政教束缚，走
向抒情的自我天地，为文人诗的发展探索出了一
条新路，诗歌语言却逐渐走向了华丽雕琢。这一
时期的 “叙事诗虽有一些表面的变化，但缺乏创
造性，并未超出汉乐府及建安文人所创建的体系，
诗人们尚在仿制中徘徊、探索，以寻求叙事艺术
上的突破。”［１９］

渡江之后， “江左之制，溺乎玄风” （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诗歌成为了哲理探讨的工
具，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钟嵘
《诗品》），诗歌语言已变得毫无美感。在这样的时
代文学背景下，陶渊明既不谈玄，也不绮靡，“没
有把文艺作为宣传政治伦理的传声筒，也没把它
视为猎取名利的手段。他对文艺的欣赏充满着喜
悦的乐趣。他写诗作文，不求耀眼的机遇，不求
闻达，不欺世眩俗，不计荣辱得失。”［２０］在诗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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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 “言志”、 “抒情”功能之外，创新发展了
“叙事”说，陶渊明凭借自己的开创性创作，提升
了文人诗的叙事功能。

２．叙事语言变得工整。对穷苦生活的叙述，
在乐府诗 《东门行》中是 “出东门，不顾归。来
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
衣。”在陶诗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
（王瑶评价为 “此篇自叙身世艰苦，字字发自肺
腑”。［２１］），陶渊明通过这样真实的生活细节描述
自己：“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闻鸡鸣，
及晨愿鸟迁。”两相比较，乐府诗中的叙事显得口
语化，而陶诗的叙事则显得更加文人化，精致凝
练许多。再如 《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
中，“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
入负禾还。”后两句让人想起 “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

３．叙事基调变得乐观。大致在魏晋之前的文
人诗中，叙事内容偏于悲苦的个人遭际，或者惨
烈的社会现实，大概不离 “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之类的怨悽之情；但我们发现在陶渊明诗歌中的
叙事情调，却变得怡然自得，富有趣味，这是陶
诗开创传统叙事诗感情基调的独特贡献。比如
《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
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归园田居诗
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
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移居诗二首》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
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
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
欣赏，疑义相与析。”

这几首诗都是满怀一种快乐和欣喜的感情来
叙述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或为天伦之乐、或为
躬耕之乐、或为迁居之乐，读来亲切自然，如沐
春风。难怪梁启超说陶渊明是 “世界上最快乐的
一个人。”

（四）陶诗中的叙事手法更加灵活多样。

１．诗中的对话方式不拘一格。叙事诗的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诗中有对话，汉乐府叙事名篇 《陌
上桑》《东门行》 《妇病行》中的对话基本不加修
饰，鄙俗如俚语，另外句式也不整齐。如 《东门
行》中，“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
久居。”基本就是口语实录；《妇病行》中，“思复
念之”、“行复尔耳”则出现语气虚词； 《陌上桑》

中，“罗敷年几何”、 “宁可共载不”、 “使君一何
愚”也显示口语色彩。而在一些有文人整理加工
过的诗篇中，则把对话写的婉转流利许多，剪裁
得当，如 《饮马长城窟行》。汉乐府中这种具有叙
事成分的对话描写，并没有在魏晋诗人那里得到
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建安诗坛还有人模拟写作乐
府诗，到了西晋诗坛，四言诗增多，语言典雅繁
富，诗中对话的存在便显得极不协调，乐府拟作
也越来越少。渡江之后，东晋近百年间则几无诗
人从事乐府诗创作，作为叙事诗显著特征的对话
体更是湮没无闻。

陶渊明的出现，扭转了这一现象。陶诗中大
量出现了人物对话，陶诗中的对话已显现出一种
有意识的加工与提炼痕迹，手法多样，翻新出奇，
语言清新自然。

以自问自答形式写对话，如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以 “无
话”的形式写对话，如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
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以问答体形式写
对话，如 《归园田居诗五首》其四， “借问采薪
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
世异朝世，此语真不虚。”以转述形式写对话，如
《连雨独饮诗》，“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

这些对话都构成了诗中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难得的是，陶诗中往往把对话、叙事、议论、
抒情完美熔铸于一炉。 《饮酒诗二十首》其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
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
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
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这首诗里面的对话主
体人称多有变化，既有乐府诗那样的直接引用，
也有第三人称的转述，还有自我表白，同时在对
话中巧妙地把自己的理想志趣蕴含其中，叙事言
情实现了水乳交融。

不仅如此，陶诗有些诗篇，读来让人感觉到
似乎是这位 “庐山底下赤贫的农民” （梁启超语）
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反复言说，跟你对
面倾诉。比如 《止酒》这篇句句有 “止”的作品，

在诗人游戏文字的同时何尝不是在自我独白？这
应当是把叙事中的对话手法运用到化境的地步了
———即通篇无对白，却处处让人感觉有对话。这
种叙事功力，非常人所能。

２．叙事同时更注意结合抒怀。陶诗中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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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往往跟抒怀诗句紧密结合，叙事方面虽叙述
一己之事，抒怀方面却超越了一己之怀。若没有
叙事之流畅，情感抒发也不会如此自然，忽视叙
事部分的铺垫，只追求其诗的抒情价值，无异于
缘木求鱼。葛晓音在 《论汉魏五言的 “古意”》一
文中，指出汉魏诗歌表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即
是 “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２２］，这一特
征也可以用来说明陶诗的创作。

如 《饮酒诗》第１４首， “故人赏我趣，挈壶
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
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
所留，酒中有深味。”前六句叙事按照事情实际发
生发展节奏，后四句则过渡到抒怀，其中 “不觉
知有我，安知物为贵”一句的过渡了无痕迹，因
为前面的 “醉”，所以有了 “不知有我”，紧接着
用 “安知”乘递 “不知”，无论从语气上还是从内
容上乃至对仗的手法上，都形成了无缝连接，其
诗的精工自然，叙事抒怀的水到渠成，于此可见
一斑。而最后一句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如同那句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样，能
让人久久有所回味。

再如 《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
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
如此，且进杯中物。”诗中前两句和最后两句都是
写自己，中间几句则叙述五个儿子的各自不同表
现，最后两句则笔锋一转，由叙事转为抒怀，结
尾的抒怀同时还带有对前面叙事内容的总结意味。

再如 《杂诗十二首》中第六首， “昔闻长者
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也
是叙述中融入抒怀的佳句。

再如 《拟挽歌词三首》中第三首，“严霜九月
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
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
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
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
道，托体同山阿。”在一场虚拟的送葬场景中，寄
托了诗人看淡生死的态度。

《六一诗话》中，梅尧臣曾对欧阳修说过，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
所未道者，斯为善也。”［２３］以此来评价陶诗，甚为
合适。就叙事与抒怀的结合来讲，陶渊明的诗真

正做到了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

３．小说笔法让诗歌更有情节色彩。陶诗中一
些叙事篇章采用了小说笔法，虽也有诗人的兴寄，
却读来却很有小说韵味。以 《桃花源诗》为例，
诗的内容就是 《桃花源记》的内容，叙事诗中出
现离奇的故事情节，并通过现实人物视角的转变，
虚实结合，展现这个世外桃源的社会百态，这是
以往文人诗歌作品中很少见到的一种创新手法。
我们在乐府诗或西晋拟作中，虽然能够见到类似
《陌上桑》这样的叙事故事，但故事中的规劝意味
还是较为浓厚的，不似陶渊明这般闲情逸致而且
很有趣味。

再如 《咏荆轲诗》，传奇叙事不仅贯穿始终，
其实完全可以作为英雄荆轲的一篇人物传记来看，
尤其是易水送别一幕，在叙事中插入 “萧萧哀风
逝，淡淡寒波生”一句来渲染气氛，更加强了送
行的悲壮意味。另外如 《归园田居诗》第四首，
记载了陶渊明与 “子侄辈”同游山泽，结果误入
“荒墟”、“徘徊丘垅间”而撞见 “昔人居”的一次
奇遇，诗中更有与深山 “采薪者”的对话细节描
写。

４．寓言式、隐喻式的叙事手法让诗歌更有韵
味。陶诗中有些叙事内容，并不是以诗人自我的
形象出现，而是涉及动物、鸟类、虚拟人物、历
史人物等。如 《饮酒诗》第四首，在语言叙事层
面展示给我们的只是一只 “失群鸟”的孤苦行止，
这只 “日暮犹独飞”的鸟儿，“徘徊无定止，夜夜
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诗人在对喻
象的叙述中也显然寄托了自己的情志。

再如 《饮酒诗》中第十三首， “有客常同止，
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
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炳。”这里一 “醉士”一
“醒夫”的人物形象在让人捧腹的同时也感觉得是
诗人有所寄托，而就叙事风格来讲，亦算是奇诗
一篇。

这应当算是对乐府诗 《枯鱼过河泣》、文人诗
《野田黄雀行》 （曹植）一类寓言诗的继承发展，
同时也是受到时代氛围好谈庄老、神仙玄怪之说
影响的一种体现。据传 《搜神后记》出自陶渊明
之手，从陶诗中这几篇作品的风格来看，也不是
没有可能。 （下转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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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程千帆、唐文．量守庐记学记［Ｍ］．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６．５．
［１０］袁行霈．陶渊明研究［Ｍ］．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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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秦川）

（上接第１３页）
三、小结
就诗歌文人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陶诗在

诗歌题材、艺术风格方面的贡献作了充分的分析探
讨，部分成果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对陶渊明在诗
歌叙事方面的研究则相对不够，对陶诗叙事性、叙
事特征、叙事价值以及对后代文人叙事诗的影响方
面的研究，仍值得大力挖掘，从而有助于全面评价
陶诗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用
过的那个比喻一样，陶渊明是在叙事诗和抒情诗之
间走平衡木，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实现了叙事与抒情
的平衡，达到了情景交融，但要公正合理地评价陶
诗地位，却不能执其一端，脱离诗中的叙事谈抒情，
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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